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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a "civilized cit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alize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urban management mode,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Enhancing the happiness of urban residents, improving the basic public level of the city, and 

making urban life more convenient and quality is one of its main goal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02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major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2009 to 2017, this paper uses the PSM-DID method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act of the selection of "civilized citi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public services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lection of "civilized citi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 public services; it mainly improves the level of urban basic public services by 

changing the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s and affecting land prices; the scale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scale affects the above-mentioned Policy effects have significant heterogeneous effects. This article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selection of "civilized citie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provides ideas for further innovation in urban managem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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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明城市”创建是实现城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推进城市管理模式创新，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举措。增强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水平，让城市生活更便捷、更有质量是其主要目标之一。

本文基于 2009-2017 年全国 102 个地级及以上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 PSM-DID 方法全面考察了“文明城

市”评选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影响特征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文明城市”评选可以有效提升城市

公共服务水平；其主要通过改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土地价格这两种路径，进而改善城市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对上述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为“文明城市”评选可以有效改

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了实证支持，为进一步创新城市管理模式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文明城市；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双重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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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过

程，GDP 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9.5%，成为“世界工厂”。

在“锦标赛”的考核竞争模式下，地方政府也倾向于用

短期的经济增长取代更为长期的目标（周黎安，

2007），出现高房价、污染和拥堵等“城市病”。2003

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了《中央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文

明村镇、文明单位的暂行办法》（文明委 2003 年 9

号），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了“文明城市”的评

选活动。同时，由中央文明委下发的《全国文明城市

测评体系（试行）》（文明委 2004 年 7 号）对评选

的前提条件、考核指标进行了清晰界定。“文明城市”

考核体系对学校教育、城市文体设施、公共设施与公

共交通、医疗与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民生型公共服

务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在中国特有的“以土地谋发

展”模式下，地方政府为了辖区经济增长，积极进行

各种园区建设、新城开发，加强基础设施投资，以便

能够获取巨大的土地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以成本价、

甚至“零地价”积极开展“土地引资”，通过低价工业用

地吸引企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刘守英等，2012）。

由于经济型公共服务（例如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能

够提升土地价值，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出让

收入必然会努力增加经济型公共物品提供（李娟娟、

宋琪，2018），而民生类公共服务供给则相对较弱。

两种土地利用模式，可以反映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

给偏好，“土地引资征税”目的在于吸引企业进入，从

而获得税收收入，公共服务对象是企业，则以经济型

公共服务为主；“招拍挂”土地多为住宅、商业用地，

由于用地价格较高，住商用地出让还肩负为地方公共

服务支出筹资的功能。而且住宅、商业用地所需要的

公共服务则更为复杂，例如配套的学校、医院、绿化

等等。如果参与“文明城市”评选后，城市工业用地价

格上涨、商业用地价格下降，说明地方政府有意通过

土地价格调节城市用地结构，刺激第三产业发展，而

第三产业发展需要大量配套设施建设。与工业用地不

同，商业用地的配套设施如公园、地铁等与城市居民

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这些建设投入有利于改善城市公

共服务水平。 

政策实施的效果都会因为城市间异质性而不同。

城市间异质性最重要特征体现在城市规模，而城市规

模又可以分为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人口规模较大的

城市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但“城市病”问题也较为严

重。中国的城镇发展具有政府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

向特征，导致中国城镇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在行政

配置资源和市场力量的双重极化作用下，中国大城市

集中了大量的资源、要素和产业，这种集中又使大城

市政府有能力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魏后凯，2014)，

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城市治理难度也不断增加，对

城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有较大考验。经济规模

是衡量城市经济发展程度重要依据，也是考核地方政

府官员的重要指标。地方的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对

地方领导人的治理能力要求相应就越高，越容易受到

提拔。而相对发展弱势的城市，领导需要更加努力通

过其他维度考核来获取政绩，弥补 GDP 考核上的劣

势。因此，对不同经济规模的城市而言，地方官员所

受到的晋升激励程度不同，相应地其对待“文明城市”

评选的态度也会存在差异。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假设 1：“文明城市”评选会改变地方政府公共物

品供给偏好，促进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且其可

以财政支出结构、土地价格两个传导途径产生影响 

假说 2：“文明城市”评选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公共

服务提升的效果有显著差异。 

2.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本文选择

2009-2017 年中国大陆 102 个地级及以上重点城市作

为研究样本，共得到 918 个观测值。首先，通过熵值

法构建城市公共服务指数，相关数据指标来自《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具体

指标及权重见附表 1。其次，截至目前，中央文明委

共公布了五批全国文明城市，但是前三批“文明城市”

数量较少，且当时评价体系还不完善，因此，为使本

文的分析结果更具代表性，选取入选第四、五批文明

城市且在样本范围内的城市，作为实验组（43 个），

其他未拥有“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作为对照组（59

个）。“文明城市”评选的标准十分规范严格，从第四

届开始，评选以三年评选周期的总成绩作为依据。并

且在入选“文明城市”以后，中央文明委会对进行不定

期抽查，要求不符合条件的城市限期整改，因此形成

的长期性外生冲击可以保证政策效果的稳定与持续。

再次，土地价格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及自然资源部公布的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最

后，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包括地

级市的人均 GDP、人口、建成区土地面积、第三产

业比重、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量和产值等。参考已

有研究，相关数据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2.模型设定 

截至目前，中央文明委分别在 2005 年、2009 年、

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公布了五批全国文明城市。

根据 DID 方法，本文进行如下设置：构建年份虚拟

变量，把 2009−2011 年间的年份设置为 0，2012−2017 

年间的年份设置为 1。构建政策虚拟变量，将 2012

年到 2017 年入选的城市作为实验组，设置为 1；将

未获得“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作为对照组，设置为 0。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  ititjitititit XTDDIDY 3210   （1） 

i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和时间。 itY 为被解释变量，即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71

18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指数。 itD 、 itT 分别代表分组虚拟变

量和时间虚拟变量， itX 代表控制变量。关键解释变

量
itDID 代表 i 城市在 t 年是否被评选为“文明城市”。 

3.实证结果及分析 

3.1.基准回归结果：文明城市对城市公共服务
指数的影响 

本文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展示了基准回归结

果。从表 1 结果可以看出，在不控制城市特征的情况

下，DID 系数为 0.0753，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入选“文明城市”后，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数显

著增加。进一步，通过控制模型中的时间效应、城市

特征等相关变量，双重差分变量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说明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对于城市公共服务指数具

有一定解释力。另外，本文还使用构成城市基本公共

服务指数的分类指数进行分别回归，从 DID 系数系

数变化可以看出，入选“文明城市”对城市教育、医疗、

市民基本生活保障都有正向的影响，其中对市民基本

生活保障影响最为明显，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负向

影响，说明地方政府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将更多资源

转向了民生型公共物品的提供，一定程度印证前文关

于政治激励变化会改变地方政府供给偏好的逻辑。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pub pub pub edu medical life infra 

DID 0.0753** 0.104*** 0.102*** 0.0197 2.174 33.43 -0.326 

 (2.89) (4.56) (4.47) (0.56) (1.02) (1.91) (-0.97)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ear FE   Y Y Y Y Y 

City FE Y Y Y Y Y Y Y 

常数项 0.963*** 1.695*** 1.667*** 1.164 132.4* 1121.4* 23.40*** 

 (157.61) (3.62) (3.62) (1.62) (2.36) (2.39) (4.30) 

样本量 918 918 918 918 918 918 918 

 

3.2.稳健性检验 

参考杨龙见、尹恒（2015）的研究，首先，将分

组虚拟变量对控制变量进行 logit 回归，得到倾向匹

配得分，使用倾向匹配得分最相近的城市作为实验组

文明城市配对后的对照组城市。其次，在进行

PSM-DID 处理之前，检验匹配平衡性。利用控制变

量作为协变量，采用“K近邻匹配法”进行假设检验。

如果匹配后协变量的 t 统计值均不显著，则接受实验

组和对照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如果匹配前后标

准偏差的绝对值小于 20%，代表匹配处理是有效的。

结果显示，倾向得分匹配后协变量的离散度下降，说

明匹配后样本分布相对集中; 另外可以看到绝大部

分样本均匹配成功，样本量损失不大。上述结果证明

了使用 PSM-DID 方法的合理性。估计结果表明，使

用 PSM-DID 方法后，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公共服务

指数影响仍显著为正。匹配后样本的回归结果与基准

回归结果相同，进一步验证了文明城市评选能够促进

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3.3.机制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文明城市”评选可以显著的

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气水平，但是“文明城市”评选提

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具体机制还需要进一步

分析。正如本文第二部分研究假设论述，“文明城市”

评选主要是通过改变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偏好

——体现在财政支出结构变化，这一途径对城市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产生影响。为了检验上述机制，本文参

考温忠麟（2004）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在方程（1）

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为方程（2）和方程（3）。 

  ititjitititit XTDDIDM 3210
  （2） 

  ititjititititit XMTDDIDY  43210  （3） 

itM 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与方程（1）一致。根

据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依次对方程（2）和方程（3）

进行回归。如表 2 所示，模型（1）-（2）中 DID 的

系数值显著为正，in_rd 的系数值也显著为正，说明“文

明城市”评选可以在有效改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模型

（3）中，DID 的系数为正，模型（4）中 Ln_ilp 的

系数为负；模型（5）中，DID 的系数为负，模型（6）

中 Ln_ilp 的系数为负（虽然系数值均不显著，但是其

通过了 Sobel 检验，证明了存在中介效应），这说

明“文明城市”评选亦可以通过影响土地价格，促进产

业结构转变而进一步改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获得

“文明城市”称号后，城市工业用地价格上涨、商业用

地价格下降，说明地方政府有意通过土地价格调节城

市用地结构，刺激第三产业发展，而第三产业发展需

要大量配套设施建设。与工业用地不同，商业用地的

配套设施如公园、地铁等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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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这些建设投入有利于改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另

一方面，“文明城市”评选改变地方政府廉价工业用地

政策，可以更好筛选高质量企业，提高经济发展效率

和质量，减少环境污染，这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也有正面影响。以上结论对假说 1 作出了很好的验

证。 

表 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in_rd pub  Ln_ilp pub  Ln_blp pub 

DID 0.0966** 0.0974*** DID 0.0379 0.1000*** DID -0.0132 0.103*** 

 -2.78 -4.27  -1.31 -4.32  (-0.22) -4.52 

in_rd  0.0428* Ln_ilp  0.0658 Ln_blp  0.0346 

  -2.18   -1.55   -1.51 

控制变量 Y Y 控制变量 Y Y 控制变量 Y Y 

Year FE Y Y Year FE Y Y Year FE Y Y 

City FE Y Y City FE Y Y City FE Y Y 

常数项 -6.634*** 1.944*** 常数项 3.908*** 1.410** 常数项 0.312 1.657*** 

 (-8.10) -4.18  -8.42 -2.73  -0.3 -3.62 

N 914 914 N 915 915 N 915 915 

4.异质性分析 

根据 2014 年《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

知》，以城市人口规模为标准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人

口规模在 500 万和 1 000 万之间的城市为特大城

市，人口规模在 100−500 万之间的城市为大城市；

人口规模小于 100 万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

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由于小城市的

样本量太小，故本文将其剔除。按照不同城市人口规

模分类，本文在 DID 基础上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

果显示，参与“文明城市”评选，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显

著的改善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其中中等城市改善程

度明显大于大城市，而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没有显著

的影响。可能的解释是，中等城市由于城市规模相对

较小，虽然资源相对较薄弱，但其公共服务对象数量

也相应较小，“城市病”问题尚可解决，城市公共服务

改善难度较低。而且，正是由于资源有限，中等城市

政府更有动力通过“文明城市”这一评选，打造城市品

牌，吸引外界关注，从而带来资源流入。进一步，本

文分别以职工平均工资（中位数：51721.93 元）与人

均 GDP（中位数：68719.19 元）作为城市经济发展

的衡量指标，通过计算中位数对样本进行分组，将城

市划分为低收入组、高收入组和高经济发展组、低经

济发展组四个子样本集。结果显示，不论是从工资收

入水平角度还是从城市经济规模角度来看，发展水平

较低的组在“文明城市”评选过程中，对城市公共服务

水平提升都相对较高，体现出“后发优势”。可能的解

释是，越是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城市，在过去“GDP 挂

帅”的考核中越不占优势，不论是当地官员晋升还是

城市发展需要获取资源，都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在

降低“GDP”比重的新考核体系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的城市有非常大的动力参与“文明城市”评选活动。对

于这些相对欠发达的城市，集中资源参评“文明城市”

对于当地官员与居民来说是“双赢”，官员晋升激励与

城市发展目标达到一致。上述结论进一步验证了本文

的假说 2，即“文明城市”评选的对于城市公共服务水

平的改善，因城市经济规模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5.结论 

本文选择 2009-2017 年中国大陆 102 个地级及以

上主要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并以在样本范围内的 2012

年到 2017 年入选的 43 个“文明城市”作为实验组，以

其他 59 个城市作为对照组，运用 PSM-DID 方法，

评估了“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的

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文明城市”评选可

以有效改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第二，“文明城市”评

选可以改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土地价格，

进一步改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第三，城市人口

规模和经济规模对上述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

结合我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重视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为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

感，需要地方政府具有更加长远的规划与眼光，引导

更多资源进入民生领域，对教育、科技等方面进行有

计划、长周期的投资。第二，参评城市要更加严格地

按照“文明城市”评选条件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进行

精细化管理与改善，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进行城市智能

化管理，积极提升城市生活便利度，减少因资源配置

低效率导致的“城市病”。第三，鼓励更多城市参与“文

明城市”评选，构建良好的竞争环境，以鼓励社会各

界以可持续的眼光看待城市发展，而非仅从经济发展

维度评价城市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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